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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PSR 模型构建我国社会重大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聚类分析筛选有效指标，用冗余度和变异

系数法对筛选后的指标体系进行有效性检验。采用标准离差法、CRITIC 法和熵值法分别计算压力、状态和响应维度

指标权重，计算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和反映我国社会重大风险总体状况的总指数。

从时间趋势和空间差异上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各个指数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重大风险状况取

决于社会系统主体对社会重大风险源和形成的社会重大风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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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我国处于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但挑战也十分严峻。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频发、全球

性问题加剧的外部形势，中美贸易磨擦、新冠肺炎疫情、重庆公交车坠江等重大风险不断凸显，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大判断[1],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

在打赢三大攻坚战之首[2]。“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3]。如何防范重大风险，不仅是一个

政策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对重大风险有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更有效的重大风险分析、预测和防范的方法和技术手

段。 

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在经济领域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哈佛景气动向指数”“富兰德指

数”“先行指数”等。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具有综合性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应运而生，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以及生态系统。

艾斯特斯和莫根提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不稳定性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4]。艾斯特斯确定了测量社会不稳定性程度的六项指标[5],罗

伯特达尔提出了度量社会稳定状况的四大指标[6]。跨入新世纪，世界银行将环境、政治、社会、经济、健康和自然六大风险视为

一个全球风险警报体系[7],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建立了“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的预警指标体系，《欧洲货币》的国家风险

指数(Euromeoney’s Country RiskIndex)。20 世纪末组建的国际透明组织(TI)推出了深受商界和媒体欢迎的腐败风险指数

(CIP,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8]
;肯普将社会风险与采矿业联系起来，诠释了社会风险的“反弹动力”效应

[9]
;格雷兹和

弗兰克剖析了社会风险与商业领域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社会风险的识别分析有助于预警和防范商业风险[10]。国外社会风险指数

指标体系研究已经进入成熟期，呈现出多视角展开、多学科关注、多维度推进、多层级比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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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从宏观研究角度来看，针对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加快了资金、人

才与技术的积累；另一方面，使社会矛盾、冲突甚至危机因素趋向活跃，宋林飞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11],在未来社

会秩序的不确定性、社会稳定预期、适度社会成本、非均衡社会、早期预警等五种社会风险预警理念的基础上，修改为“中国

社会风险预警系统”[12]。社会转型期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重组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邓伟志提出了由经济、社会、

政治和价值观念四个领域的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13]。考虑生存保障、社会心理等因素，李殿伟等选取了生存

保障、经济支撑、社会分配、社会控制、社会心理和外部环境系统六个子系统构成了社会风险指标体系[14]。从微观研究角度来

看，童星预测了2006-2010年江苏省可能的十项重大的社会风险[15],邓悦评估天津的社会稳定风险[16],童余美从自然灾害、政治、

经济、社会、人口、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七大方面设计并选取细分评价指标，计算了2015-2017 年 15 个新一线城市社会稳定风

险指数[17]。 

总体而言，基于社会指标的社会风险评估已经陷入停滞，新时期的社会风险评估需要厘清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理[18]。

现有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1)现有指标体系大多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研究者大多将重点放在指标体系的设计

层面，而缺少理论的厚度与现实层面的宏观思考。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拥有理论基础才能建立出如恩格尔系数等富有生

命力的指标。(2)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频繁使用定性法而忽略定量法。虽然定性方法具有直观简易、便于操作的优点，但专家群体

可能选择指标差异极大，直接导致指标体系建构的不可比性、主观随意性和不一致性。(3)不完善的统计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社会风险指标指数系统的实际运用，同时，我国缺乏对于社会风险指标指数系统的长时间跟踪研究。与国际体系相比，后者会

定期发布评价数据、讨论发展方向及定期公布报告。因此，衡量某个社会风险指标系统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在时间上进行纵

向的研究比较。 

二、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方法 

当前进行风险评价的方法有模糊层次分析法(AHP)[19]、社会网络分析法(SNA)[20]、熵权可拓物元模型[21]、支持向量机(SVM)[22]、

因子分析法[23]等等。PSR 模型最初是为了评估世界环境状况而建立的，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构建研究对象与政府、社会成员密切

相关的指标体系。如赵军等基于 PSR 框架构建了连云港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24];江燕娟等基于PSR 模型构建老年人长期照护

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25];曹竞文等以扶余市为例，基于 PSR 模型建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26];李宏勋等基于 PSR 模型对我国

天然气进口安全进行评价[27];戚湧等基于PSR 模型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进行评价[28]。 

PSR 模型能够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等因素对社会重大风险形成的影响，将 PSR 模型运用在建立社会重大风险评

估指标体系上，使得指标体系内的指标逻辑关联更加紧密，并使得经过筛选后的指标体系能动态地评估现阶段社会重大风险状

况。PSR模型包含了“压力”“状态”及“响应”三个维度。“压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社会系统存在的社会重大

风险源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压力，回答了“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重大风险”的问题，它可以反映“状态”发生的原因，同时也是“响

应”的结果；“状态”指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各个社会重大风险源形成社会重大风险时的现状，回答了

“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它是在各种“压力”下社会秩序变化的结果，也是政策“响应”的最终目的；“响应”是指在一定时

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系统主体采取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解决各个社会重大风险源或改善各个社会重大风险源变

成社会重大风险时社会秩序的现状，回答了“社会系统主体怎么处理”这些问题，这里的社会系统主体主要指中央或地方政府，

“响应”是特定时间内中央或地方政府应对特定“压力”和当前“状态”采取的政策措施或采取政策措施后所带来的结果。 

本文构建的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分为维度层、系统层和指标层，对应了“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宏观经济-人民

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四个子系统，采取基于变量的系统聚类分析筛选方式，把相关性大的指标归为一类，构建出一个能

够反映社会重大风险状况的最小完备有效指标集合，用冗余度检验和变异系数检验确保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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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及数据来源 

基于对社会重大风险的形成和传导逻辑分析，结合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同时参考相关研究
[11-15,18]

,根据 PSR 模型的思

路，初步建立一个含有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宏观经济、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四个子系统，总共 69个指标的

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其中，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的国家数据、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中国法律

年鉴及各级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表 1初选的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 

维度

层 

系统

层 
指标层 

压力 

宏观

经济 
通货膨胀率、投资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恩格尔系数、GDP 能耗、消费率、进出口总额变动率 

人民

生活 

农村贫困发生率、人口老龄化程度、城镇登记失业率、文盲率、交通事故灾难数、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城

镇居民收入房价比 

生态

环境 

能源消耗总量、人均用水量、生活垃圾清运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成灾面积、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社会

治理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人数、刑事案件立案数 

状态 

宏观

经济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GDP 增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变动率、第三产业比重、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外商投

资企业总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人民

生活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变动率、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执业医生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

生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交通事故直接财产损失总计、老年人抚养比 

生态

环境 

人均水资源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森林覆盖率、电力消费量、自然灾害受灾人口、自然灾害直接经济

损失 

社会

治理 
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行政案件收案数 

响应 

宏观

经济 

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人均GDP、财政预算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外商投资企业数、外商投资企业数变动率 

人民

生活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财政公共安全支出占比、财政教育支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城镇职工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教育经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生态

环境 

造林总面积、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国家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无害化处理厂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社会

治理 
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调解民间纠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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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数据预处理与指标筛选 

1.指标数据预处理。 

用极差法对所有的指标进行统一单位处理，处理后所有的数据都转变为相对数，且范围都在 0～1之间，便于之后计算每个

维度的分指数和总指数，其中正指标的计算公式见式(1),逆指标的计算公式见式(2)。 

 

 

2.指标筛选。 

通过 SPSS 进行对变量的 R 型聚类分析，其中聚类方法采用的是 Ward 方法，样本间的距离采用的是 Euclidean 距离。得到

筛选后的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压力-状态-响应这三个指标体系各有 15个指标，将指标依次命名为 X1,X2,…,X45。 

表 2筛选后的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 

维度

层 
系统层 指标层 

压力 

宏观经

济 
通货膨胀率(X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X2)、GDP 能耗(X3)、消费率(X4) 

人民生

活 
人口老龄化程度(X5)、城镇登记失业率(X6)、文盲率(X7)、交通事故灾难数(X8)、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X9) 

生态环

境 
生活垃圾清运量(X10)、二氧化硫排放量(X11)、成灾面积(X1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13) 

社会治

理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人数(X14)、刑事案件立案数(X15) 

状态 

宏观经

济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变动率(X16)、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X17)、GDP 增速(X18)、第三产业比重(X19) 

人民生

活 

老年人抚养比(X20)、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21)、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X22)、交通事故直接财产损失总

计(X23)、医疗卫生机构数(X24) 

生态环

境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X25)、电力消费量(X26)、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X27)、森林覆盖率(X28) 

社会治 行政案件收案数(X29)、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X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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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响应 

宏观经

济 
居民消费水平(X31)、城镇化率(X3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X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34) 

人民生

活 

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X35)、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X36)、教育经费(X37)、财政公共安全支出占比(X38)、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X39) 

生态环

境 
无害化处理厂数量(X40)、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X41)、财政环境保护支出(X42)、造林总面积(X43) 

社会治

理 
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X44)、调解民间纠纷数(X45) 

 

3.冗余度检验。 

冗余度检验可以检测指标体系中是否有多余的指标。设 R为指标体系 Z的相关系数矩阵，rij表示每一年里第 i个指标和第j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用 RD来衡量指标体系的冗余度。 

 

其中， 

 

考虑到社会重大风险的共生性和复杂性，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不可能完全相互独立，指标体系的RD小于 0.5 时，

可以认为指标体系中没有多余的指标。将筛选后的压力-状态-响应三个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按式(3)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三

个维度对应的指标体系在每年的冗余度都符合要求，故筛选后的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通过了冗余度检验。 

(四)变异系数法检验 

变异系数(CV)即一个指标变量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计算公式见式(4),这里的 m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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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选后的压力-状态-响应三个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按式(4)计算，结果如表 4所示。三个指标体系所含有的指标的变异系

数最低的是 X38=0.155,最大的是 X7=1.227。根据所有指标的变异系数情况综合判定，可以认为筛选后的压力-状态-响应三个指标

体系中的每个指标具有稳定性，且具有较强的鉴别能力，可以有效地动态反映社会重大风险的状况。 

表 3冗余度计算结果 

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压力 0.255 0.243 0.258 0.253 0.263 0.279 0.245 0.254 0.247 

状态 0.277 0.294 0.275 0.281 0.272 0.308 0.269 0.252 0.264 

响应 0.362 0.370 0.369 0.358 0.371 0.361 0.370 0.350 0.363 

 

表 4各指标变异系数汇总 

压力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CV 0.641 0.338 0.781 0.276 0.460 0.305 1.227 0.890 0.350 0.786 0.699 1.017 0.375 0.822 0.464 

状态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29 X30 

CV 0.193 0.471 0.444 0.260 0.449 0.267 0.227 0.722 0.434 0.228 0.751 1.157 0.531 0.814 0.455 

响应 X31 X32 X33 X34 X35 X36 X37 X38 X39 X40 X41 X42 X43 X44 X45 

CV 0.249 0.392 0.230 0.273 0.213 0.283 0.202 0.155 0.444 0.292 0.178 0.212 0.284 0.294 0.381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压力、状态、响应这三个维度的指标采用标准离差法、CRITIC 法和熵值法三种不同的客观赋权方法赋权并分析三个维度

的指标权重结果。利用标准离差法计算社会重大风险压力维度各指标和各子系统的权重，结果如表 5所示。利用CRITIC 法计算

社会重大风险状态维度指标体系各指标和各子系统的权重，结果如表 6 所示。利用熵值法计算社会重大风险响应维度各指标和

各个子系统的权重，结果如表 7所示。 

对计算的各维度的各子系统的权重按照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进行汇总，其中每个维度按照宏观经济，人民生活，生

态环境，社会治理分类，结果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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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得到的权重结果来看，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权重占比前三的指标分别是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城镇化率和调解民间

纠纷数，都集中在响应维度中，说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系统的社会重大风险整体状况取决于社会系统主体对社会重大风险

源和形成的社会重大风险的处理。社会系统主体即中央和各级政府，需要积极应对社会重大风险所处的不同时期，把形成社会

失序的可能性降到一个安全范围内。 

表 5社会重大风险压力维度各指标权重 

子系统 具体指标 子系统权重 标准离差法权重 

宏观经济 

通货膨胀率(CPI) 

0.2400 

0.081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0617 

GDP 能耗/(万吨标准煤/亿元) 0.0607 

消费率/% 0.0648 

人民生活 

人口老龄化程度/% 

0.3547 

0.0801 

城镇登记失业率/% 0.0696 

文盲率/% 0.0564 

交通事故灾难数/件 0.0655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0.0695 

生态环境 

生活垃圾清运量/万吨 

0.2758 

0.0601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0.0779 

成灾面积/千公顷 0.057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0.0703 

社会治理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人数/个 

0.1295 

0.0484 

刑事案件立案数/件 0.0762 

 

表 6社会重大风险状态维度指标权重 

子系统 具体指标 子系统权重 CRITIC法权重 

宏观经济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0.2083 

0.0728 

GDP 增速/% 0.0487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变动率/% 0.0262 

第三产业比重/% 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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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 

0.3883 

0.0710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0.0539 

医疗卫生机构数/个 0.1123 

交通事故直接财产损失总计/万元 0.0622 

老年人抚养比/% 0.0766 

生态环境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吨/日) 

0.2872 

0.0638 

森林覆盖率/% 0.1011 

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0.0426 

电力消费量/亿千瓦小时 0.0799 

社会治理 

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 

0.1161 

0.0811 

行政案件收案数 0.0474 

 

表 7社会重大风险响应维度指标权重 

子系统 具体指标 子系统权重 熵值法权重 

宏观经济 

居民消费水平/(元/人) 

0.3060 

0.0551 

城镇化率/% 0.137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万元 0.049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0.0638 

人民生活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 

0.3100 

0.1508 

财政公共安全支出占比/% 0.0197 

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万人 0.0411 

教育经费/万元 0.0341 

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亿元 0.0642 

生态环境 

造林总面积/千公顷 

0.2060 

0.0689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万元 0.0278 

无害化处理厂数量/个 0.0713 

国家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亿元 0.0381 



 

 9 

社会治理 

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 

0.1780 

0.0648 

调解民间纠纷数/件 0.1132 

 

 

图 1社会重大风险各维度各子系统权重 

三、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已经确定的权重，按照压力、状态和响应三个维度分别测算 2010-2018 年全国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重大风

险分指数，并通过对三个维度的分指数求均值得到总指数。 

计算社会重大风险压力维度指数和社会重大风险状态维度指数v的公式见式(5)。 

 

计算社会重大风险响应维度指数 v公式见式(6)。 

 

以全国的社会重大风险状况为评估对象，全国各维度指数及总体指数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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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全国各维度指数及总体指数 

分别计算全国和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2010-2018 年内的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和总体指数，如表 8所示。 

表 8 31 个省份各维度指数及总指数排名 

排

名 
地区 

压力指数均

值 

变动幅

度 
地区 

状态指数均

值 

变动幅

度 
地区 

响应指数均

值 

变动幅

度 
地区 

总指数均

值 

变动幅

度 

1 北京 21.03 8.52 福建 42.26 1.28 广东 43.19 47.97 北京 39.42 1.13 

2 海南 30.39 17.41 北京 42.86 8.27 山东 47.22 49.74 广东 42.50 7.02 

3 天津 34.75 5.13 广东 42.90 1.74 江苏 49.45 43.99 浙江 44.78 6.09 

4 宁夏 34.84 24.32 浙江 43.05 2.05 浙江 52.13 16.30 福建 46.64 7.45 

5 重庆 35.61 5.19 江西 45.73 2.80 河南 52.89 36.26 江苏 47.93 7.17 

6 青海 35.87 37.29 湖南 46.09 3.16 北京 54.58 5.91 山东 47.94 6.66 

7 江西 35.94 5.13 陕西 47.31 0.52 河北 55.01 22.21 江西 48.38 4.96 

8 新疆 36.30 27.74 广西 47.31 3.72 四川 56.39 53.99 河南 48.59 12.20 

9 上海 37.18 12.16 海南 47.69 0.97 湖北 56.51 25.68 湖南 48.97 8.44 

10 福建 37.22 9.02 四川 47.75 5.76 湖南 57.39 31.56 河北 49.13 7.42 

11 
黑龙

江 
37.90 5.15 

黑龙

江 
47.94 8.75 福建 60.37 21.21 广西 49.14 13.02 

12 吉林 38.43 2.28 河北 48.99 5.59 安徽 61.41 21.22 湖北 49.23 7.06 

13 甘肃 38.43 31.57 河南 49.36 1.94 广西 61.41 16.54 四川 49.51 16.75 

14 浙江 38.67 8.38 湖北 49.67 7.30 辽宁 61.53 10.08 海南 49.55 7.09 

15 西藏 38.85 6.53 辽宁 49.98 4.17 
内蒙

古 
61.70 8.75 重庆 50.16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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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广西 39.19 33.15 重庆 50.05 2.32 云南 62.07 17.88 上海 50.49 2.74 

17 广东 40.99 2.15 山东 50.63 3.59 陕西 62.12 14.46 陕西 50.76 2.34 

18 湖北 41.44 14.77 上海 51.05 4.36 上海 63.40 13.31 
黑龙

江 
50.86 1.98 

19 辽宁 41.68 6.81 吉林 51.57 3.38 江西 63.62 26.84 辽宁 50.99 3.50 

20 江苏 41.71 4.43 江苏 51.63 1.12 山西 64.17 14.42 天津 51.70 3.58 

21 山西 41.93 12.52 山西 51.79 3.49 重庆 64.98 25.96 云南 52.20 6.41 

22 贵州 42.00 14.72 天津 52.07 0.39 贵州 65.10 27.10 山西 52.50 7.03 

23 安徽 42.15 7.31 云南 52.70 2.38 
黑龙

江 
66.93 3.97 吉林 52.57 1.09 

24 云南 42.44 7.28 贵州 53.41 4.67 天津 67.70 8.78 
内蒙

古 
53.31 2.49 

25 
内蒙

古 
42.81 4.28 

内蒙

古 
55.94 2.58 吉林 67.91 6.16 贵州 53.41 6.88 

26 陕西 42.88 3.03 宁夏 56.23 2.20 甘肃 68.31 12.65 安徽 53.45 3.12 

27 湖南 43.27 17.32 甘肃 56.60 1.47 新疆 70.70 7.41 甘肃 54.26 9.79 

28 河北 43.53 9.70 西藏 57.02 3.59 海南 71.28 11.09 新疆 54.81 6.07 

29 河南 43.88 12.22 安徽 57.25 4.95 宁夏 75.16 6.72 宁夏 55.20 5.55 

30 四川 44.19 12.26 青海 57.92 3.30 青海 75.91 17.92 青海 56.36 12.35 

31 山东 46.14 3.68 新疆 58.16 2.60 西藏 82.24 6.40 西藏 59.10 3.17 

 

从时间趋势上分析全国的各个指数变动情况，从时间趋势和空间差异上分析 31个省份的各个指数变动情况，并通过计算各

地区八年内的平均指数和方差来做排名分析和变动幅度分析，主要结论为： 

1.平均压力指数排名情况看，北京在八年内的平均压力指数最低，且远低于第二名海南，而且其整体变动幅度不大，每年

都保持全国第一的水准，从时间趋势上看其压力指数是从 2011年达到顶点后缓慢下降。位于第二的海南则是阶梯式下降，到 2015

年最小，随后的 2017 年和 2018 年有微微的上升。第三名天津变动幅度相对第一名和第二名较小，从时间趋势上看，其压力指

数表现出缓慢上升又缓慢下降的趋势。平均压力指数较高的后三名分别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南平均压力指数高的原因主要

在于，其 2010-2014 年这五年的压力指数偏高，通过查看预处理后的数据得知，其前五年在通货膨胀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每

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刑事案件立案数这些权重占比较高的指标上取值过高；四川平均压力指数高的原因

主要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城镇登记失业率、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些权重占比较高的指标上取值过高；

山东平均压力指数高的原因主要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城镇登记失业率、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刑事案件立案数这些权重占比

较高的指标上取值过高。此外，变动幅度最高的是青海省，从其压力指数的变动来看，除了 2015年有些许上升之外，其余各年

都是在下降；从预处理后的数据上看，其在权重比较大的指标如通货膨胀率、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上随着年份的推移有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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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增长。 

2.从平均状态指数排名情况来看，前三名分别是福建、北京和广东，其在八年内的状态指数非常接近，其中北京在 2010-2012

年状态指数是最低的，但从 2013年后最低的位置被福建和广东交替取代；从三个地区的变动趋势来看，其中福建和广东保持的

比较平稳，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而北京在 2010 年和 2011 年状态指数较低，而后六年稍微有所上升但表现出稳定的趋势。状态

指数比较高的后三名分别是安徽、青海和新疆，安徽省状态指数高的原因在于，其在老年人抚养比、医疗卫生机构数、森林覆

盖率、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这些权重较高的指标上取值比较高；青海状态指数高的原因在于，其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老年

人抚养比、医疗卫生机构数、森林覆盖率这些权重较高的指标上取值比较高；新疆状态指数高的原因在于其在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医疗卫生机构数、森林覆盖率、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这些权重较高的指标上取值比较高。此外，状态指数变动幅度相对

最大的是黑龙江，其状态指数随着年份的增长先增加后保持平稳，从预处理后的数据上来看，其状态指数前几年增长的原因在

于两个权重较高指标老年人抚养比和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上取值过高。 

3.从平均响应指数排名情况来看，前三名分别是广东、山东和江苏。通过观察 31个地区的响应指数的变动幅度，发现各地

区在这八年内的变动幅度普遍比较大，且所有地区的响应指数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减少，说明这八年来各个地区的政府认真处理

社会稳定风险源，改善社会稳定风险，且采取的预防措施和控制措施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得分处于后三位的分别是宁夏、青

海和西藏，从预处理后的数据上可以看到，这三个地区在城镇化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无害化处理厂数这些权重较高的

指标上都取值比较高；从趋势上看，这三个地区都在这八年内响应指数上取得一定的进步，但其在八年内响应指数的最小值与

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此外，响应指数变动幅度相对最大的是四川省，从其趋势上可看到，在 2010-2013 年这三年

比较平稳，但从 2014 年开始逐年快速下降；从预处理后的数据来看，在 2014 年及之后四年在城镇化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

比、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和造林总面积这些权重占比较高的指标上取值越来越好。 

4.从总体指数来看，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广东和江苏，其中北京在压力指数上排名第一，状态指数上排名第二，响

应指数上排名第六，总体指数排第一，其每年的总体指数在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都是最好的。后三名分别是安徽、青海

和新疆，新疆在压力指数上排名第八，状态指数上排名第 31,响应指数上排名第 27,总体指数排名第 31。此外，总体指数变动幅

度最大的地区是四川省，其总体指数除了在 2012 年有所上升之外，在其余各年均是下降趋势。 

六、结语 

1.本文将 PSR 模型用于建立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按照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对应社会重大风险演变成社会失序前

三个不同时期的风险状况，这样确定的评估指标体系有理论支持，能够更加客观反映社会重大风险的动态状况。同时，类比“假

设—检验”这一统计过程，指标体系的最终确立从粗筛选到严格检验的过程，提高了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2.在指标的选取上，考虑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在保证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尽可能

满足指标体系的全面性。 

3.在指标体系的维度划分上，因为社会重大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其状况与社会成员、政府的行为有很大关系，采用因果关

系来划分维度。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维度层的划分是基于 PSR 模型，各维度指标具有对应关系，如 X1量化了通货膨胀率过高给

国民收入带来了“压力”,X16 量化了在这种压力下国民收入增速的“状态”,X31 量化了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消费，从而提

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响应”。通过指标体系有效性检验后，兼顾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体现指标体系科学性。 

由于社会重大风险的复杂性和客观数据的可得性，对于社会重大风险源现状的分析可能存在遗漏的情况。本文只证明了筛

选后的社会重大风险指标体系是有效的，在今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指标的初步选取过程。其次，在计算完全国

和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各维度指数和总指数后，没有做 2018 年之后的指数预测和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部分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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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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